
清代时宪书与中国现代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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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入关后开始颁行以西洋历算方法编制的时宪历 （乾隆朝改称 “时宪

书”），直到清亡为止，其与国家典礼及生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时宪书自颁行之

时起，就在京师一地之外，加入了各直省的日出入昼夜及节气时刻列表，为以前历

朝历书所无，堪称一大创举。随着清朝的开疆拓土，这一部分内容具有了强烈的政

治意义。在康雍乾时期，时刻列表内陆续增入各蒙古、回疆部落以及大小金川土司

等政治单元，体现了清代中国领土的演变、多民族的不断融合以及现代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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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入关以后，开始颁行由钦天监根据西洋天文知识和历算方法编制的新式历书，

并取名 “时宪”，除康熙初年历狱期间外，年年颁行，直迄清亡。学界有关清钦天监
和时宪书的研究，仍主要归属自然科学技术史分野，但从相关的人文角度进行观察
亦方兴未艾。①本文试从清代政治史的角度，通过对时宪书内时刻列表的多角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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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本文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承蒙康奈尔大学陈兼教授、澳门大学茅海建教授以及匿名
评审同仁批评指正，笔者在此一并衷心致谢。
在自然科学史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李约瑟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的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３，“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ｅ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９；其余的诸如Ｋｅｉｚｏ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桥本敬造），ＨｓüＫｕａｎｇ－
Ｃｈ’ｉ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１６２９－１６３５，Ｏｓａｋａ：Ｋａｎｓ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Ｍａｒｔｚｌｏｆｆ，“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１１，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ｐｐ．６６－９２；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Ｊａｍｉ　ａｎｄ　Ｈａｎ
Ｑｉ（韩琦），“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ａｎｇｘｉ　Ｒｅｉｇｎ
（１６６２－１７２２），”Ｅａｒｌ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８，ｎｏ．２，２００３，ｐｐ．８８－１１０。从人文角度加以



析，展示清代中国的时间、主权、领土和礼仪是如何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探究清
代中央与各省暨边疆各部之间是如何通过颁正朔来由上而下、由内而外地维系政治
秩序，以期窥察时宪书所发挥的体现与强化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延伸国家行政统治
力，以及加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和共同记忆的重要作用。

一、宪天 民：时宪书的出现及基本内容

历法事关天文地理，与中国帝制时代的君权天授有着密切关联，故历代均对历
算之学严加控制，确保其术不出皇家司天机构，更不能为一般官僚及庶民接触和研
习。明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将司天监改为钦天监，进一步强化对天文历算的控制。六
年，又规定该监人员 “永远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
者发海南充军”。① 《大明律》也禁止私习天文，导致该监之外极少有人懂得历算知
识。明代历书名曰 《大统历》，系采用元郭守敬等于至元十八年 （１２８１）编成的 《授
时历》。《授时历》精确度较高，但在大德三年 （１２９９）和六年出现过明显误差，明
“成化以后，交食往往不验，议改历者纷纷”。②明末，欧洲耶稣会士将当时欧洲的天
文历算知识介绍到中国，正好满足了这一改革需要。崇祯二年 （１６２９），钦天监推算
当年五月初一日的日食时刻再度出现失误，时任礼部左侍郎的徐光启使用西洋新法
推算无误，礼部也列出了 《大统历》、 《回回历》和新历三种历法推算的日食时刻，

证明新法最为精确。这年九月，徐光启即领衔在宣武门之东开设历局，延揽耶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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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探究的著作，例如黄一农：《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吴嘉丽、叶鸿洒编：《新编
中国科技史》，台北：银禾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９０年，下册，第４６５—４９０页；黄一农：
《中西文化在清初的冲突与妥协：以汤若望所编民历为个案研究》，Ｒｏｍａｎ　Ｍａｌｅｋ，ｅ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Ｊｏｈａｎｎ
Ａｄａｍ　Ｓｃｈａｌｌ　ｖｏｎ　Ｂｅｌｌ，Ｓ．Ｊ．（１５９２－１６６６），Ｓａｎｋｔ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Ｚｅｎｔｒ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　Ｓｅｒｉｃ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９８，ｖｏｌ．１，ｐｐ．４３１－４７３；Ｐｉｎｇ－ｙｉ　Ｃｈｕ （祝平一），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Ｔｈｅ　１６６４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Ｃａｓ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１４，１９９７，ｐｐ．７－３４；史玉民：《清钦天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２００１年；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Ｅｌｍａｎ，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Ｔｅｒｍ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５５０－１９０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６５－２２１；《黄明信藏学文集》
第２３册 《藏历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韩琦：《科学、知识与权力：
日影观测与康熙在历法改革中的作用》，《自然科学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与本文相
关的探讨时宪书内时刻表变化的先行研究，可参见春花：《论清代颁行历 “时刻表”内
的地名特点》，《明清论丛》第１５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４７—４５８页。

① 《大明会典》卷２２３ 《钦天监》，台北：东南书报社，１９６４年，第２９５９页。
《明史》卷３１ 《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５１７—５３０页；《治历缘起》卷

１，第７—８页，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 （以
下简称 《崇祯历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５５０页。



士邓玉函 （Ｊｏｈａｎｎ　Ｓｃｈｒｅｃｋ）、罗雅谷 （Ｇｉａｃｏｍｏ　Ｒｈｏ）、汤若望 （Ｊｏｈａｎｎ　Ａｄａｍ

Ｓｃｈａｌｌ　ｖｏｎ　Ｂｅｌｌ）等入局，以新法编纂历书。他们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 （Ｔｙｃｈｏ

Ｂｒａｈｅ）的天文学说，以崇祯元年为历元进行推算，于１６３５年修成 《崇祯历书》，凡

１３７卷，却因种种原因未能颁行新历。１６４４年夏清军入关，留在北京的汤若望将这

部历书加以重订，命之曰 《西洋新法历书》，凡１０３卷，呈递摄政王多尔衮，迅速获

得认可，汤氏本人也以治理历法之名行管理监务之实。当年七月，多尔衮命名新历为
“时宪”：“用称朝廷宪天 民至意，颁行天下，以明年为顺治二年。”① “时宪历”的

名目就此确立，至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为避帝讳改称 “时宪书”，简称 “宪书”。又因

作为皇历的宪书在颁发时多裹以黄绫，故民众常以 “黄历”称之。②

清入关前在盛京 （沈阳）所推行的历书以 《大统历》为基础。１６３７年 （清崇德

二年、明崇祯十年）即成为清属国的朝鲜，曾获得过清廷颁给的与 《大统历》“大概

相同”的历书。③历书对朝廷而言，最重要的功能是每年的颁正朔，授民以时。清入

关伊始，即获前明积十余年之功编成之新式历书，使颁朔这一至关重要的国家大典

变得轻而易举，对清政权的后续稳定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④ 《清史稿·时宪志》就

此评论曰：“光启等齗齗辨论，当时格而不行，乃为新朝改宪之资，岂非天意哉！”⑤

此外，负责编制历书的钦天监，作为一个技术化程度很高的衙门在１６４４年整体上由

明入清，使得徐光启开设历局以来融汇的中欧历算知识得到了极好的保存和传承。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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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清世祖实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影印本，第５册，第６６页；《崇祯历书》，第

２０４９—２０５１页。
清代据西洋新法所编之汉字、满字、蒙古字宪书，共２７４种，可参见春花：《论清代颁
行历 “时刻表”内的地名特点》，《明清论丛》第１５辑，第４４８页。
《朝鲜王朝实录 （仁祖）》，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１９８１年影印本，第３５册，第３２１
页。有关朝鲜接受明朝所颁历日，参见汪小虎： 《明朝颁历朝鲜及其影响》， 《史学月
刊》２０１４年第７期。有关朝鲜接受清时宪历算法之过程，参见全勇勳： 《１７—１８世纪
西洋科学的引入及冲突：以时宪历的施行与节气配置法的争论为中心》， 《东方学志》
（延世大学）总第１１７期，２００２年，第１—４９页。
黄一农教授据 《汉书·律例志第一上》中 “周道既衰，幽王既丧，天子不能班朔，鲁历不
正”，指出颁历 “是治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所不可或缺的”，故历代 “逐渐将其升华成拥有
最高统治权的具体表征”。（《中西文化在清初的冲突与妥协：以汤若望所编民历为个案研
究》，Ｒｏｍａｎ　Ｍａｌｅｋ，ｅｄ．，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１，ｐ．４３２）
《清史稿》卷４５ 《时宪志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１６５７页。
钦天监整体由明入清，可从顺治三年 （１６４６）时宪历上的监官列表找到绝好例证。该
表包括自钦天监掌管印务汤若望以下共１７名人员，其中１３人是有据可查的在前明就供
职本监的资深人员，参见 《大清顺治三年时宪历》１卷，顺治刻本，藏书号２５７３，中
国国家图书馆藏，原书无页码； 《治历缘起》卷６，第２８４—２８７页， 《崇祯历书》，第

１６８７—１６８８页；汤若望顺治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奏疏与十一月初四日呈礼部文，《崇祯历
书》，第２０４６—２０４７、２０７２—２０７３页。



钦天监以外，其他机构或个人不得私编或伪造历书。自顺治二年，时宪历封面上即
印有 “钦天监依西洋新法印造时宪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一律处斩，有能告捕者，

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的字样。①在康雍乾三朝，这段文
字几经改易，但都旨在强调钦天监所颁历日的权威地位。②

顺治以降，宪书总体分为御览时宪书和通用时宪书两种。御览时宪书供内廷
使用，钦天监颁发各省的是通用时宪书，亦称民用时宪书。两种宪书在内容结构
上基本一致，均首列都城节气时刻、次列太岁干支年神九宫等。最重要的差别有
两处：第一，御览时宪书内有关祭祀、祈福等铺注内容多达６７项，通用时宪书内
只有３７项；第二，通用时宪书内包括了各省、各蒙古和回疆部落以及大小金川土
司等地区的日出入昼夜和节气时刻表，而御览时宪书不列此表。③至于铺注宜忌，

在华教士多视之为中国迷信，但在中国历代历日中铺注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时宪历亦概莫能外。汤若望曾在 《新历晓或》中特别解释说，时宪历在推步方面采
用西法，但 “该监铺注，尚仍旧例，非西洋天文实用之铺注也”。④为了梳理教会内
外人士对铺注一事的意见，汤若望还在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专门写过 《民历铺注解惑》

加以论说。⑤在实际生活中，通用民历恰因铺注宜忌充当了很多人趋吉避凶的指南，

更有将历日变成日历者，把走亲访友、邻里借贷、雨雪时刻、家人诞辰忌辰等都记
诸历书。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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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一封面警告亦是沿袭大统历，参见 《大明永乐十五年大统历》，编号 ＥＡ－Ｆ５２２
（５８９６），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馆藏胶片。
按 《大清律例》卷３２ 《刑律·诈伪》，伪造时宪书者，主犯斩监候，从犯减一等、杖一
百、流三千里 （《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１０
页）。但以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以下简称 “一档馆”）内所阅乾隆朝以降的盗
印宪书案中，并无真遭处斩或重罚者。例如乾隆元年直隶毕建等盗印时宪书一案，刑
部判两名主犯 “斩流”，从犯 “照不应重律各杖八十折责三十板”，又均以登基恩诏从
轻发落 （刑部同年九月十一日题本，编号０２－１－７－１４０４４－９，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年
间更形涣散，例如二十一年 （１８１６）发生的牵涉直隶、山东两省以及钦天监印刷人员
在内的张继子盗印贩卖宪书一案中，管理钦天监事务的奕绍在奏折中直言宪书封面上
的警告 “实属虚设”，建议删除。（参见奕绍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奏折，编号０４９６１６，军
机处档折件，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笔者特别感谢华东师范大学李文杰教授在获取
台北相关资料上的襄助。
《钦天监则例》，乾隆内府抄本，藏书号０３５７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第１０—１２页。
汤若望：《新历晓或》，第５页ｂ，《崇祯历书》，第１７７３页。
有关耶稣会士对历日铺注事宜的态度，参见黄一农：《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星占术数的
态度》，《九州学刊》１９９２年第３期，第５—２３页。
例如 《道光十年时宪书》，原书编号０６３６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藏胶片 （以下
简称 “普大胶片”）。



二、尽入版图：时宪书、舆图测绘及清代领土的文本呈现

将时间规范与政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恰是通用时宪书中各直省、蒙古和
回疆部落以及大小金川土司等地的日出入昼夜时刻和二十四节气时刻列表。明 《大
统历》只是沿袭旧例推算京师一地的日出入时刻和节气时刻，而清时宪书则将此扩
大至各省、各蒙疆和西南地域。①这一部分是清以前历朝历书所没有的一项内容，那
么这一创举是如何出现的？细推各地时刻究竟有无必要？早在新法历书刚颁行之时，

就有人对此新增之连篇时刻表表示了异议。汤若望在 《新历晓或》中用自问自答的
方式解释了增加此种表格的动机：

或问：旧法节气时刻唯一，新法诸方不同，篇首赘附数页，未解也。

晓之曰：国家治历，敬授民时，岂可蒙混苟图塞责而已。夫大地浑圆，居
天之中，昔人所为譬之卵黄也。地既浑圆，则是太阳每日环绕一周，出没早晏，

处处不同，因而节气时刻互异。此系天度地里远近各有相当，岂可概而同之乎？

旧历不知此理，强执一方以概诸方，遂令诸方节气皆不得真正时刻，为误匪小，

其去敬授之旨远矣。新历用是，详列首篇，随地晓示，以著天行。而前民用奈
何以为赘也。②

汤氏认为 《大统历》中强行以北京一地的时刻 “以概诸方”的做法是不正确的，故
时宪书内增添了各地日出入时刻表和节气时刻表。顺治朝历书的各地列表名称首揭
“依新法推算”五字，至康熙历狱后删掉了这些字，但各地列表一直保留到清末。至
迟自顺治十五年以降，各时刻表后均有小注曰：“每岁太阳出入昼夜刻分，前后各有
相同之日，而天体浑圆，诸方太阳出入昼夜刻分，又自不同。”③这种时刻表最初应
和明钦天监推算的日月食分秒时刻，以及徐光启等曾任本职的礼部所题奏的各省日
月食救护列表，有密切的承袭关系。故推算并增加各地日出入和节气时刻表，乃是
对既定交食推算时刻表的扩大，而这恰是最能体现耶稣会士所掌握的、相对技高一
筹的近代欧洲测量与推步算术的一环。

细推各地时刻究竟有何意义呢？如黄一农教授所言，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节气的
精确度仅要求至日，且置闰必以京师为准，“新历细推各地的节气时刻，对当时中国
社会而言，并无太大的实质意义”。④以生民日常生活绳之，的确如此，然而时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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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有关明代大统历日的情形，可参见 《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北京：北京图
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影印本。
汤若望：《新历晓或》，第５页ｂ，《崇祯历书》，第１７７１—１７７２页。
《大清顺治十五年时宪历》，原书编号０６３３９，普大胶片。
黄一农： 《中西文化在清初的冲突与妥协：以汤若望所编民历为个案研究》，Ｒｏｍａｎ
Ｍａｌｅｋ，ｅｄ．，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１，ｐ．４４５．



的设置却随着清代国家的开疆拓土，具有了十分强烈的政治表征意义。虽然在汤若

望生活的时代，这一影响尚未充分彰显，但在汤氏作古后的百余年间，时刻表所囊

括的政治单元越来越多，最后包括了各个直省、各蒙古和回疆部落以及大小金川土

司，新增版图、民族部落及相关属国充分体现了清代中国领土的逐步扩大与多民族

不断融合的过程。

从世界史的角度进行观察，在王朝历日中载有地方时刻并非中国清朝所独

有，如伊斯兰世界中与清朝在时间维度上有所重合的伊朗萨菲王朝 （１５０１—

１７２２）、印度莫卧儿王朝 （１５２６—１７３９）及土耳其奥斯曼王朝 （１３００—１９２３），

其天文书籍中亦包括一些城市的日影长短列表，例如巴格达、开罗和大马士革

等，有的也列有附近城镇的经纬度。①但只有清朝时宪书把这一部分体现得最为

详细和系统化，且与宗教信仰无关。时宪书以文本的形式，将中央王朝自上而下

的政治统驭及各地自下而上的政治从属意义表达得淋漓尽致，充当了一个相当清

晰的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步形成的里程表。以下分两部分详论宪书中时刻

表的变化及其意义。

（一）直省与属国列表

笔者所见最早的清代历书，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顺治三年时宪历。该历首列

“都城顺天府依新法推算节气时刻”，下列每月节气，继之年神方位图，然后是 “各

省直依新法推算丙戌岁太阳出入昼夜时刻”列表，并注曰 “其省直序次悉依北极高

度定纬所列”，即以省治纬度为序。所谓 “省直”，即直省，系因袭前明用法，指山

东、山西等驻承宣布政使司的省份。该表从先而后，列有１２组总计１６个省，包括：

（１）盛京；（２）山西；（３）高丽；（４）山东；（５）陕西；（６）河南；（７）南直；（８）

湖广；（９）四川；（１０）浙江；（１１）江西；（１２）广西；（１３）福建；（１４）贵州；

（１５）云南；（１６）广东。表末注明编纂原则暨使用方法： “每岁太阳出入昼夜刻

分，前后各有相同之日，而天体浑圆，诸方太阳出入昼夜刻分，又自有不同，故

将刻分相同之日对书于格之上下，以便省览，而又明列各省直于首行，欲知某省

某月时刻，纵横查之即得真正时刻。”此表之后是名为 “各省直依新法推算丙戌岁

节气时刻”的节气列表，并注 “其省直序次悉依地之经度所列”。该表以高丽为各

省之首，盛京次之，亦分１２组列上述１６省，表末注云：“右节气各有诸方不同之

数，横列于上，欲知某省某节时刻，纵横查之，即得真正时刻。每十五分为一刻，

其省直俱依省城所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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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 见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Ｂｌａｋｅ，Ｔｉｍ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ｓｌａ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ｐ．４，１８．
参见 《大清顺治三年时宪历》。



两表所列省直布局，系因袭前明两京十三布政司之结构，但包括了盛京及自

１６３７年就与清朝建立宗藩关系的朝鲜 （即列表中之 “高丽”）。此外，清入关后着
手废除明朝的南北直隶，顺治二年在南直隶设置江南承宣布政使司，顺治三年时宪
书是二年所编，故列表中仍有南直隶之谓，但随后为江南省取代。直到乾隆前期，

历书中的各省时刻表均列１７个单元，朝鲜之外，就是两京１４省：京师、盛京、浙
江、福建、江南、山东、江西、河南、湖广、广东、山西、广西、陕西、贵州、四
川、云南。其中京师囊括了北京和到康雍乾时正式成为一省的直隶地面，所以 “直
隶”这一名称直到光绪朝都未出现在宪书各省列表中。

乾隆四十年正月，江西布政使李翰奏请观测从原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内分
化出来的安徽、江苏、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六省的经纬度，添入宪书，取代
已经不存在的省份。①该奏获准后，自乾隆四十一年开始时刻表内就出现了两京十
七省的布局：京师、盛京、浙江、福建、江苏、山东、安徽、江西、河南、湖北、

湖南、山西、陕西、四川、甘肃、云南、广东、广西、贵州，最后加上朝鲜，凡２０
个单元。②在乾隆后期，东三省和属国越南也被陆续添入直省列表。以嘉庆元年宪书
为例，各省列表中包括：盛京、雅克萨、黑龙江、三姓、伯都讷、吉林、山西、朝
鲜、山东、甘肃、河南、陕西、江苏、四川、安徽、湖北、浙江、江西、湖南、贵
州、福建、广西、云南、广东、安南，总计２５个单元。③如果从时宪书的角度来看，

清朝直到１９１１年也没有十八省之说，且自乾隆四十一年以降实际上多于１８省。不
过，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重修的 《大清会典》中，宪书颁发给直省的数目明确记
载为 “十八省”，包括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

湖南、陕西、甘肃、新疆、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④内中包括１８８４年建
省的新疆，却没有包括自乾隆朝以来被列入直省的东北三省，也未包括１８８５年建
省的台湾。然而，光绪 《大清会典》内的这一列表和同期宪书内的列表是不一致
的，后者因沿袭康乾时代之布局，未加损益。因此，由明入清，如何理解 “省”
（满文罗马化音转：ｇｏｌｏ）、⑤ “省直”或 “直省”的演化，以及这些词汇在不同官
方文书内的使用和表述，进而观察清代中国对天下观念和所属邦土的认知，均值
得进一步研究。

朝鲜虽系属国，但直到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在时宪书、钦天监有关推算日月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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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翰奏折，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九日，编号０４－０１－３４１－６，宫中朱批奏折，一档馆藏。
相关档案可参见一档馆缩微胶片 《钦天监题本专题史料》，收有自乾隆到光绪年间的满
汉题本。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编： 《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
编》，郑州：大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８９—２１５、２４０—４００页。
《大清嘉庆元年时宪书》，原书无编号，普大胶片。
《大清会典》第７７卷 《钦天监》，北京，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第２页ａ。
本文中满文的罗马转写根据的是穆麟德 （Ｍｌｌｅｎｄｏｒｆｆ）体系。



秒时刻的题本以及礼部关于日月食救护的题本之中，仍位列直省。①清人缪之晋曾在
《大清时宪书笺释》一书中解释说： “两京十四省之外，朝鲜亦在同文之内，故与
焉。”并附按语：“朝鲜，周为箕子所封之国，即高丽也，属辽东外徼。”②此系缪氏
一家之言，据笔者所见，清朝官方并未解释过为何朝鲜位列直省。根据目前所查阅
的清宫档案，朝鲜进入各省列表应与两重因素颇有关系：第一，朝鲜在清入关之前
就已成为其属国，在 “两国为一家”的背景下被清廷视作邦土之一部；第二，明清
交替之际，钦天监在推算日月交食列表中就已包括朝鲜，清入关后继承明制并加以
常规化，而且这一常规化是通过汤若望等人完成的。第一重因素在中朝交际中十分
明显，到１９世纪后半期更是中国同英、法、美、日等国交涉中朝关系的实质及朝鲜
国际地位的核心所系。③笔者在此侧重解释第二重因素。
明季纂修新历，盖因交食推算屡屡不验，钦天监对崇祯二年五月日食推算的失

误，更是建历局编新历的直接原因。当时礼部徐光启等人在致钦天监的揭帖中，一
共列出了根据 《大统历》、《回回历》和西洋新法所推算的日食食限和初亏、食甚、
复圆时刻及食甚日躔黄道位置，但和 《大统历》与 《回回历》不同的是，新法推算
项下首列顺天府食限，后列应天府、杭州府、广州府、琼州府、大宁、开平等处食
限或不食的信息。④此种分组逐地罗列之法，当系礼部题奏日月食的基本格式，但
在三历对比之下体现出了西洋算法的精密。徐光启的历局主要是和礼部发生关系，
和钦天监是合作而非从属关系，而历局正是沿着这个精密的路数，推算各省直的
交食分秒时刻并题奏皇帝的。例如在崇祯五年三月十六日的月食推算上，历局就
在 “各省直初亏时刻”下，列出了京师顺天府、南京应天府、福建福州府、山东
济南府、山西太原府、湖广武昌府、河南开封府、陕西西安府、广西桂林府、浙
江杭州府、江西南昌府、广东广州府、四川成都府、贵州贵阳府、云南云南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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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大清光绪三十五年时宪书》，原书编号０６３７６，普大胶片。此历书是光绪三十四
年即１９０８年初编的，但光绪帝于当年十月二十一日 （１１月１４日）病逝，事发十月一
日颁朔后，所以才有 “光绪三十五年”之名；１９０９年实已改元宣统。
缪之晋：《大清时宪书笺释》，《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影印
本，第１０４０册，第６７６—６７７页。
有关早期中朝关系中清廷对朝鲜的地位的理解，可参见拙文：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Ｑｉｎｇ：Ｍａｎｃｈｕ－Ｋｏｒｅ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ｍｐｉｒｅ，１６４４－
１７６１，”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３８，ｎｏ．１，２０１７，ｐｐ．１１３－１５４；丘凡真：《清国：嵌
合体的帝国》，首尔：民音社，２０１２年。有关１９世纪后期中国与其他国家就朝鲜地位
展开交涉的研究，可参见冈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韩阌と东アジアの命运》，
名古屋：名古屋大出版仝，２００４年；Ｋｉｒｋ　Ｗ．Ｌａｒｓｅ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Ｑｉｎｇ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ｏｓǒｎ　Ｋｏｒｅａ，１８５０－１９１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８．
《治历缘起》卷１，第４—５页，《崇祯历书》，第１５４８—１５４９页。



总计两京十三省。①此举目的之一是让各省官员届时现场观测并报告北京，两相对照
以清除误差。历局和钦天监也遣员携带仪器去相关省份实地观测，例如为了观测崇祯
九年正月十五日的月食，历局和钦天监于八年十二月遣历局供事官陈应登和钦天监天
文生朱光大去山西、历局知历儒生黄宏宪和钦天监春官正潘国祥去河南，进行实地观
测。②据 《治历缘起》所收档案，朝鲜最早被列入各省直交食表，是在负责督修历法
的山东布政使李天经于崇祯九年九月十六日所上有关十年正月初一日日食分秒时刻

的题本中。李氏将 “朝鲜都城”添在云南府之后，位列各省直之末。③崇祯九年正值
明清战争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春皇太极已在盛京称帝并改国号为大清，且试图强迫
明朝属国朝鲜承认其帝号。李天经在此时将朝鲜添入省直列表，或许与时局有关，

但也可能是一种公文习惯，只是尚未格式化和常规化，所以此后这种做法也并未成
为一个传统，例如李本人在崇祯十二年、十四年和十六年的交食题本中就未列朝鲜。

清入关后，汤若望于顺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所上的同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的奏文
中，就各省直食甚时刻分秒，首列明季两京十三省，但在末尾特别添入沈阳与高丽
二处。④汤氏的动机虽不能从现存清宫档案中看到，但应和他对清曾定都沈阳且朝鲜
已臣服于清的认知大有关系。钦天监当时尚未实测到朝鲜都城的经纬度，且这一测
量直到１７１３年穆克登为中朝图们江划界出使朝鲜时才完成。⑤但自汤氏这一奏文以
降，朝鲜在钦天监日月食题本里的各省列表、礼部有关日月食救护题本里的各省列
表以及宪书内各省列表中，都同盛京一样开始常态化，而且在乾隆朝明确将盛京置
于列表之首以前，朝鲜经常位列各省之首。在钦天监和礼部有关宪书或日月交食等
满汉合璧的题本中，满文部分也清楚地界定朝鲜为一个省。如乾隆二十四年，钦天
监监正勒尔森在有关月食的奏报中，提到了不见月食的 “京师、盛京、浙江、江南、

山东、朝鲜等六省”。这六省在满文部分明确写为 “Ｇｅｍｕｎ　ｈｅｃｅｎ，Ｍｕｋｄｅｎ，

Ｊｅｇｉｙａｎｇ，Ｇｉｙａｎｇｎａｎ，ａｎｄｕｎｇ，Ｓｏｌｈｏ　ｅｒｅ　ｎｉｎｇｇｕｎ　ｇｏｌｏ”。⑥嘉庆十六年，管理钦天监
事务的绵恩在有关月食的题本中奏报说 “盛京、朝鲜二省不见食”，其对应的满文部
分亦写为 “Ｍｕｋｄｅｎ，Ｓｏｌｈｏ　ｉ　ｊｕｗｅ　ｇｏｌｏｄｅ　ｊｅｔｅｒｅ　ｂｅ　ｓａｂｕｒａｋū”。⑦清朝虽在公文书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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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治历缘起》卷２，第７４—７５页，《崇祯历书》，第１５８３—１５８４页。
《治历缘起》卷５，第２３５—２３８页，《崇祯历书》，第１６６２—１６６４页。
《治历缘起》卷５，第２４７—２５０页，《崇祯历书》，第１６６９—１６７１页。
汤若望顺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奏疏，《崇祯历书》，第２０４８—２０４９页。
参见张存武：《清代中韩边务问题探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１９７１年第２
期，第４６３—５０３页；Ｇａｒｉ　Ｌｅｄｙａｒｄ，“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ｉｎ　Ｊ．Ｂ．Ｈａｒｌｅｙ，Ｄａｖｉｄ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Ｓ．Ｍｏｎｍｏｎｉｅｒ，ｅｄｓ．，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ｖｏｌ．２，１９８７，ｐｐ．２３５－３４５；《朝鲜王朝实录 （肃宗）》，首
尔：国史编纂委员会，１９８４年，第４０册，第５０６页。
勒尔森题本，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编号０４－１３７８，《钦天监题本专题史料》。
绵恩题本，嘉庆十六年三月十六日，编号０５－１１７０－１２０３，《钦天监题本专题史料》。



称朝鲜为 “朝鲜国”（满文：Ｓｏｌｈｏ　ｇｕｒｕｎ或者Ｃｏｏｈｉｙａｎ　ｇｕｒｕｎ），但在涉及日月交食和
宪书内省直列表时用辞不同。①仿照朝鲜之例，宪书的省直时刻表内于乾隆五十四年添
入属国安南 （嘉庆七年改称 “越南”），嘉庆十四年后增入琉球，使直省数达到２２个。

琉球添入直省时刻表的经过也很有代表性。嘉庆十四年，前赴琉球册封琉球国
王尚灏的册封正使、工科掌印给事中费锡章，回京后上奏嘉庆帝：

该国自我朝定鼎之初，即秉奉正朔，与朝鲜、越南等国同隶版图。今每年
钦天监颁行时宪书内，开载各直省暨外藩诸属国太阳出入度数及节气时刻表内，

朝鲜、越南并皆列入，独遗琉球一处，似于体制未昭划一。臣查该国分野，曾
于康熙五十八年仰蒙圣祖仁皇帝遣八品官平安前往测量，与吴越同度，星躔牛
女之次，俱在丑宫，则其划度节候，当与闽浙等省不甚相悬。臣愚昧之见，可
否敕下钦天监详加推算，将琉球星度节候，照朝鲜、越南之例，一体列入表内？

似于时宪，益昭详备。②

在费氏眼中，朝鲜、越南、琉球三国都是 “同隶版图”的属国，王化所及，理应悉
数列入宪书。费氏建言获用，直省时刻表很快增入琉球，且一如费氏建议，该国与
福建并列一栏。③此后直到清朝覆亡，琉球均一直留在直省列表内，并未因１８７９年
日本吞并琉球改设冲绳而变更，而这又恰与清朝反对日本吞并琉球的政策相呼应。

事实上，甲午战后，钦天监和礼部题本中的省份列表中一直列有朝鲜、越南和琉球
三个清朝已相继失去的属国。从中可以看到，明清以降的宗藩关系与天下观念，并
未因近代条约体系的出现与近代主权国家在这一地域的相继成立而彻底消失。

（二）蒙古、回部与大小金川土司列表

康熙朝以降，宪书时刻表内的地名开始添入清治下的各蒙古、回部和金川土司，

反映了版图的不断扩大和多民族融合日渐增强的历史进程，更展现了在领土一统的
基础上逐步实现的由中央垂直管理的时间上的统一。康熙三十二年，钦天监测算出
科尔沁等２４处蒙古部落的经纬度之后，进一步据此测算出各地太阳出入时刻和节气
时刻，然后载入历书，这是蒙古部落添入宪书之始。在此过程中，清朝有效使用了
耶稣会士引进中国的新式地理测量和舆图绘制技术，因此时刻表内所列各地实是清
朝版图的文字坐标体现。

明清测绘均以经过北京某点的经线为子午线，各地经度以此为中而称 “东西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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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笔者在 《钦天监题本专题史料》所收录的自康熙至光绪朝的档案中，只见到１例在题
本汉文部分的各省列表中将朝鲜写为 “朝鲜国”的，即礼部尚书永贵乾隆三十七年二
月十九日的题本，编号０４－２２７７，但其满文部分仍写为 “Ｓｏｌｈｏ”（即朝鲜）而非 “Ｓｏｌｈｏ
ｇｕｒｕｎ”（ｇｕｒｕｎ在此作国解）。
费锡章奏折，嘉庆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编号０１３６６７，台北军机处档折件。
参见 《大清嘉庆十八年时宪书》，原书无编号，普大胶片。



度”，其纬度以赤道起算，称 “北极高度”。①１６９３年增入宪书的２４处蒙古部落，按
照纬度由高到低排列包括：（１）归化城；（２）科尔沁；（３）杜尔伯特；（４）扎赖特；

（５）郭尔罗斯；（６）巴林；（７）奈曼；（８）敖汉；（９）阿禄科尔沁；（１０）扎鲁特；
（１１）翁牛特；（１２）喀尔喀；（１３）克西克腾；（１４）喀喇沁；（１５）土默特；（１６）

乌朱穆沁；（１７）阿霸垓；（１８）苏厄特；（１９）阿霸哈纳尔；（２０）蒿齐忒；（２１）四

子部落；（２２）毛明安；（２３）吴喇忒；（２４）鄂尔多斯。②因是以汉字写蒙音，所以
后来一些部落的汉字名与此不尽一致。这些蒙古部落此时添入时宪书，盖因清军于

１６９０年在乌兰布通大败准噶尔部，并于１６９１年设置了土谢图汗部，封王公贝子等
爵号，在这一地区全面推行扎萨克制度，使其开始融入清朝行政管理体制。康熙四

十三年，清廷又将 “久经内附”的东自野索、西至雅尔坚之间即北纬４４度巴尔古河

到北纬６８度的武定河之间的蒙古诸部，“俱照盛京之例，增衍列表”，即宪书内的时
刻表。③随着清朝对噶尔丹的军事胜利，到五十二年，时刻表内又增入 “新向化”的

厄鲁特、喀尔喀等诸部以及哈密等１５处地方，按纬度高低排列包括：（１）布隆堪布

尔嘎苏泰；（２）厄格塞楞格；（３）桑金答赖湖；（４）肯忒山；（５）克尔伦河巴拉斯
城；（６）图拉河韩山；（７）喀尔喀河克勒和邵；（８）鄂尔昆河厄尔得尼招；（９）空

格衣扎布韩河；（１０）推河；（１１）翁机河；（１２）萨克萨图古里克；（１３）固尔班赛
堪；（１４）阿兰善山；（１５）哈密城。④

蒙古地域广袤，钦天监无力全部派员实测，故大部分地区的经纬度需要靠地图进

行推算。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之法所绘舆图，地理位置精确度不足，而耶稣会士带来
的经纬度和梯形投影绘图法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自康熙四十七年开始，雷孝思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Ｒéｇｉｓ）、白晋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Ｂｏｕｖｅｔ）和巴多明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Ｐａｒｒｅｎｉｎ）等几位

传教士，连同理藩院的胜住、钦天监的何国柱等人，开始在康熙帝的支持下展开全国
地理测绘工作，并将测量结果反映到了１７１８年初步绘成的 《皇舆全览图》中。⑤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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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明史》卷２５ 《天文志一》记曰：“以京师子午线为中，而较各地所偏经度。” （第３６４
页）从康雍乾三朝所绘内府舆图的细节来看，这条子午线应是穿过北京中轴线的经线，
参见汪前进、刘若芳编： 《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雍正十排图》，北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地图编号六排东一 （无具体页码）。
《钦天监则例》，第１２—１３页。
《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１０４ 《钦天监》，北京，光绪二十五年重印本，第１ｂ—２ａ页。
《钦天监则例》，第１３页；庄亲王奏折，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档案号０５－０１５２－
０３０－３４，军机处录副。有关各蒙古日出入昼夜和节气时刻表，见 《大清康熙五十三年时
宪历》，原书无编号，普大胶片。
有关此次全国测绘，参见李孝聪：《记康熙 〈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及其版本》，《故宫学
术季刊》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５５—８５页；Ｒｏｂｅｒｔｏ　Ｍ．Ｒｉｂｅｉｒｏ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Ｗ．Ｏ’Ｍａｌｌｅｙ，

ｅｄｓ．，Ｊｅｓｕｉｔ　Ｍａｐ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Ｄ’Ａｎｖｉｌｌｅ’ｓ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ａｔｌａｓ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１７３７），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Ｓａｉｎｔ　Ｊｏｓｅｐｈ’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



三十二年钦天监添入各蒙古部落时，仍是根据旧地图进行推算的，但五十二年添入
科尔沁等部之时已有新图可用，并利用新的测量成果校正了三十二年所添各部的坐
标，所谓 “各省及口外经纬度数，丝毫不爽，迥非旧图可比”。①与此相关，《皇舆全
览图》中除了各直省和属国朝鲜外，喀尔喀蒙古等使用新法测算了坐标的地区也都
有了明确的边界线。如果说 《皇舆全览图》是以直观的图像形式呈现出清代领土的
话，那么时宪书地名列表内各直省和蒙疆部落等政治单元，可谓此种呈现的文字版
本。《清史稿·天文志》录有康熙朝５６处实测地方及其经纬度。②

乾隆年间，由于对准噶尔部的胜利及平定回部和大小金川，时宪书时刻表内的
政治单元再度大幅增加。例如，在出兵伊犁击败准噶尔之后的乾隆二十二年正月，

和硕庄亲王允禄上奏，建议趁着 “今伊犁一带尽入版图”、并派遣礼部尚书监管钦天
监监事何国宗前往测量伊犁北极高度和东西偏度并载入时宪书的机会，应该将东三
省地方的宁古塔、黑龙江、伯都讷、三姓、尼扑杵 （即尼布楚）等处一并载入时宪
书。③二月初一日，监管钦天监监正事务觉罗勒尔森，在进呈来年时宪书式样的题本
中再度强调说：“其应添新入版图及东三省日出入昼夜节气时刻，臣等推算完日另行
缮写式样进呈，恭候钦定，统俟命下之日，一并刊刻，颁布各省。”④ “新入版图”

一语，对应的满语系 “ｉｃｅ　ｕｎｄｅｈｅｎ　ｎｉｒｕｇａｎ　ｄｅ　ｄｏｓｉｍｂｕｍｂｉ”，即 “将新地方载入舆
图”之意，尤能体现地理测量和舆图绘制及将之同步载入宪书内然后颁发全国的重
大政治意义。

允禄和勒尔森的奏请获准后，自乾隆二十三年起，宪书时刻表内增入黑龙江、

吉林、伯都讷、三姓、尼布楚城五处，并添入伊犁、乌鲁木齐等处蒙古部落与巴里
坤、吐鲁番等２０处。乾隆二十五年，增入布尔古、库车、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回部

２６处。三十七年，添入土尔扈特、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２４处。三十八年，钦天
监遵照 《钦定清汉对音字式》，改正了宪书列表内蒙古诸部和回部等地方总计４７处，

这是该年前后宪书内相关部落名称不甚一致的主要原因。这次改变最重要的是将布
隆堪布尔噶苏泰等９处各分为两处，比如将布隆堪布尔嘎苏泰 （满语：Ｂｕｒｕｎｇ　ｋａｎ　ｉ
ｂｕｒｇａｓｕｔａｉ）分成布隆堪 （Ｂｕｒｕｎｇ　ｋａｎ）和布尔噶苏泰 （Ｂｕｒｇａｓｕｔａｉ），将布鲁特安集
延 （Ｂｕｒｕｔ　ｉ　ａｎｊｉｙａｎ）分为布鲁特 （Ｂｕｒｕｔ）和安集延 （Ａｎｊｉｙａｎ），等等，这就在时宪
书内又增加了９个单元，且如此分化而成的每一组实质上享有一致的经纬坐标。四
十二年，进一步添入大小金川土司１３处。到了乾隆末年，时刻表新增政治单元囊括
了东三省、各蒙古和回疆部落、大小两金川土司以及越南。《清史稿·天文志》曾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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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１０３ 《钦天监》，第９ａ—９ｂ页。
《清史稿》卷２６ 《天文志一》，第１０１３—１０１７页。
庄亲王奏折，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档案号０５－０１５２－０３０－３４，军机处录副。
勒尔森题本，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初一日，编号０４－１１８８－１１９７，《钦天监题本专题史料》。



先直省而后他地的顺序，以纬度高低罗列出了乾隆年间新增的９３处实测地点。①

这些新增加的单元中，绝大部分位于乌里雅苏台将军 （１７３３年设）、伊犁将军
（１７６２年设）和西南土司的辖区，是朝廷平定西北和西南诸地的结果。需要说明的

是，其中的哈萨克、塔什干、布鲁特、安集延、霍罕 （浩罕、敖罕）、巴达克山等，

并非直接进入清朝行政管辖体系，其大部分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和克
什米尔，清代视之为外藩或藩属，旨在 “昭环拱之盛”。②

乾隆朝开疆拓土的规模达到了元代以降的顶峰，各个民族的很多地域性政治单

元纷纷变成中国之一部。作为对位于北京的皇权的一致承认，各直省和各蒙疆部落

都必须接受北京颁发的时宪书，而宪书内的各地时刻列表又清楚地反映了大一统的
多民族国家，并勾勒出清代整体的行政体系和宗藩体系。以嘉庆六年宪书为例，其

各蒙古回部列表中有１２２个单元，两金川土司表包括１３个单元，加上各省列表中的

２５个单元与京师，共１６１个单元。③这种排列方式经过了一百多年基本保持一致。

如宣统元年的时刻列表，囊括了除北京之外的２６个直省 （包括朝鲜、琉球、越南，

以及雅克萨城、三姓、伯都讷）、１２１个蒙古和回疆部落、１３个金川土司地方，总共

仍是１６１个单元。④因此，从乾隆末期到宣统时期，时宪书内所规范的中国领土及其

所反映的传统的天下观念可谓一以贯之，并未因同光年间与别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及

割让土地等而作出根本调整。

从康熙朝到乾隆朝，清朝领土大幅增加，而通过每年的颁朔，从东三省到广州
府，从济南府到伊犁将军府，以及朝鲜、越南、琉球等属国，在官方奉行的正朔、

日出入时刻、节气时刻上已经做到了同出一源，成为维系清代大一统及上下、内外

政治秩序的关键一环。《清史稿·天文志》在综述康雍乾时期天文历法成绩时，特别

强调了天文历法与领土之关系：

有清统一区夏，圣圣相承。圣祖亲厘象数，究极精微，前后制新仪七，测

日月星辰，则穷极分秒；度舆图经纬，则遍历幅陨。世宗以岁久积差，准监臣

改用椭圆术。高宗又以旧记星纪，间有疏漏，御制玑衡抚辰仪，重加测候。迨

平定回疆及两金川，复令重度里差，增入时宪。理明数确，器精法密，自古以
来，所未有也。⑤

与时宪书这一动态变化相表里的，是同期通过耶稣会士引进的欧洲地理测量和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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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卷２６ 《天文志一》，第１０１７—１０２３页。
钟兴麟、王豪、韩慧校注： 《〈西域图志〉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５７页。
《大清嘉庆六年时宪书》，原书无编号，普大胶片。
《大清光绪三十五年时宪书》；同年的蒙字宪书，见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档案馆藏本，
笔者在此感谢内蒙古大学李治国教授提供的资料帮助。
《清史稿》卷２６ 《天文志一》，第１００７页。



法所制的新式舆图，新历书和新地图两者共同呈现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到乾
隆末期，清代舆图已在蒙古、新疆、西藏、西南等地有了明确边界线，此后的一统
舆图所呈现的都是这种大一统的面貌。例如道光二十二年 （１８４２）编成的 《皇朝一
统舆地全图》及其附带的小图 《皇朝舆地总图》，所呈现的就是大一统的多民族的中
国，新疆的伊犁、叶尔羌，以及西藏的拉萨、阿里等地区，均覆盖无遗，甚至连属
国朝鲜也囊括其中。①

在这一过程中，进入清朝版图但未同步增入宪书时刻表的唯一地区是西藏。这
一方面是因为自顺治帝在北京接见五世达赖以来，清廷世俗的驻藏大臣到雍正年间
才正式设立，但更重要的还是另两个原因。首先，因为藏传佛教的关系，藏区喇嘛
和民众认为日月交食是很好的修炼时机，和中原各地例行救护的传统完全不同，且
藏历与藏传医药知识也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北京既没有往西藏颁发时宪书的传统，

也没有将宪书翻译为藏文的传统。其次，西藏一直有时轮历等多种藏历存在，且自
顺治朝以来就一直在寻求历法改革，但贯通钦天监新式西洋推步算法并用藏语解之，

技术上颇为不易。因此，时宪书虽早在乾隆初期即通过雍和宫蒙古喇嘛传到甘肃马
杨寺一带并形成了 《马杨汉历要旨》，但并未进一步西传入藏。一直到１９世纪６０年
代，才最终通过雍和宫蒙古喇嘛，将以同治甲子 （１８６４）为历元的时宪书的算法贯
通并引入西藏，完成藏历的重大改革，实现了时宪历与藏历的整合。②

三、授民以时：时宪书的刊行、颁布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维系

清制，每年二月初一，钦天监进呈来岁时宪书式，俟皇帝御览毕，即行翻译刻
印。所谓翻译，即由该监满洲五官正和蒙古五官正将汉字宪书译成清字和蒙字宪书。

钦天监通过礼部颁给各省布政使 （即藩司或藩台）一颗满汉合璧的印，印文为 “钦
天监时宪书之印”（乾隆朝之前为 “钦天监时宪历之印”）。每年四月初一，该监通
过兵部由驿递颁给每省藩司两本汉字宪书，一本钤监印，一本不钤印。各省藩司以
未钤印之本为底本，以钤印者为参照，于本省翻刻后加盖监印，预备届期颁行本省
官民。诸如云南等较远的省份，例由提塘自京转发，五六月之间到达后即行翻印。

咸丰四年 （１８５４）七月，云南巡抚吴振棫上奏，因滇省未像往年按期收到提塘转递
的宪书样本，为了不贻误颁朔授时，咨商四川督抚转饬该省藩司于钦天监二份样本
中择一本发到云南，以便及时刊印颁发。③十月初一是颁历之日，钦天监负责颁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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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舆地总图》，道光二十二年刻本，编号ｇｍ７１００５０５４，美国国会图书馆地理地图中
心藏。
有关这一过程，参见黄明信、陈久金：《藏历的原理与实践》，《西藏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
期；另见黄明信：《藏传时宪历源流述略》，《黄明信藏学文集》第２３册，第７２—９７页。
吴振棫奏折，咸丰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编号０４－０１－３８－００２６－０４９，军机处录副。



廷、在京王公贝勒贝子、内务府、在京八旗和各部院衙门、守陵官员、东三省和盛
京衙门、直隶九府以及大兴、宛平、承德、广昌诸处，理藩院负责将宪书转发各蒙
古外藩，礼部负责转发朝鲜、越南等各朝贡外藩。①各省之内由布政使将宪书转交本
省督抚衙门，后者再陆续转发所属州府县，完成宪书 “颁布于民间”的过程。②

各省驻防的八旗官兵，也一体从本省藩司衙门领取汉字宪书。乾隆三十一年，

乍浦副都统书景阿提出异议，奏请改颁清字宪书：

满洲官兵内识汉字者甚少，每年乍浦颁给御制时宪书，俱由布政使衙门分
给汉字时宪书。奴才伏思御制时宪书系官私日办大小事件之要书，若应奏应行
事件，如遇有时宪书内字句，奴才处即看汉字翻译，具奏行文，难免错误，关
系甚重。奴才叩乞天恩，满营应颁给汉字时宪书内赏给清字时宪书二十本，分
给各旗，公私一切事件俱有裨益，而满洲奴才逐日家诵户晓，得受皇上教育深
恩，各效旧例，清话亦得渐次有进。③

乾隆帝一向很重视满洲骑射和清语学习，且钦天监的满名恰是在乾隆十三年五月由
之前顺治以来的 “ｋｉｎ　ｔｉｙａｎ　ｇｉｙａｎ”这一汉音拼写，改成了满文 “ａｂｋａ　ｂｅ　ｇｉｎｇｇｕｌｅｒｅ

ｙａｍｕｎ”（意为 “敬天衙门”），并沿用至清末。④书景阿特别提到了要利用清字宪书
学习清语，本来非常符合乾隆帝的国语骑射政策，但同样满洲出身的礼部尚书阿里
衮则认为：

各省驻防官兵，向俱用汉字时宪书，并无颁发清字之例。且清字时宪书刻
版俱在京师，每岁颁给之时，惟陵寝官员照八旗京官之例给与清字，东三省驻
防系奉旨给发清字，其余皆系布政使转给汉字。若外省满洲驻防一概由驿递给
与清字时宪书，未免更张成例。况授时诹吉等事，汉字时宪书尽足办理。至学
习清语翻译，并不专在时宪一书。⑤

乾隆帝就此否定了书景阿的要求。此事虽小，却是清代民族和文化融合的一个很好
的例证，而在其中起作用的正是常为人们忽视的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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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天监则例》，第７—８页。
《大清通礼》卷２９，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影印本，第３—４页。
阿里衮题本，乾隆三十一年六月，编号０４－１９１０－１９１５， 《钦天监题本专题史料》；亦见
《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自乾隆十四年正月起，钦天监之印开始用满汉合璧的篆文，直至清末，参见 《钦天监
题本专题史料》，胶片第２盒。
上揭阿里衮题本。到晚清时候，钦天监满洲官吏翻译的清字宪书已大不如前，例如同
治十三年，管理钦天监事务宗人府宗令和硕惇亲王奕誴咨报吏部，其领到的满字宪书
内 “草率处所甚多”，要求将钦天监负责满字宪书的各官交吏部议处。最后，承办司员
五官正瑞恒和瑞纯罚俸六个月，和硕惇亲王、监正恩明、左监副玉禄等三人本营罚俸
三个月，以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恩诏而俱得宽免。事见宝鋆奏折，光绪元年十一月初
八日，编号０２－０１－０３－１１７５５－０４４，军机处录副。



钦天监虽主要负责内廷和中央机构的宪书刷印、颁发，但每年所印数量已相当

庞大。根据乾隆三十年军机处奏文，仅就台连纸小板汉字宪书而言，每年内阁、翰

林院、詹事府、宗人府、六部、理藩院、都察院、钦天监、銮仪卫、太仆寺以及其

他在京衙门，总计２０９９７本；再加上清字、汉字、蒙古字等各种文字的大小宪书，

总数高达６２１６７本。由于军机处和钦天监的奏请，当年宪书总额削减到４１１３１本。①

据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兵部致军机处的咨文可知，这一削减得到了落实。兵部提到，

自乾隆三十年开始，由钦天监通过兵部向乌里雅苏台发送２０本蒙古字宪书、乌里洋

海 （即唐努乌梁海）１本蒙古字宪书即可。新疆南部各回城方面，喀什噶尔、英吉

沙尔两城获颁２５本清字宪书、１０本汉字宪书和１０本批红汉字宪书；叶尔羌、和

阗两处颁１５本清字宪书和１５本批红汉字宪书；乌什、阿克苏两处颁１０本清字宪

书、１０本汉字宪书和１０本批红汉字宪书；库车颁２本清字宪书、１０本汉字宪书

和１０本批红汉字宪书；喀喇沙尔颁１本清字宪书、７本批红汉字宪书和６本蒙古

字宪书；吐鲁番颁２本清字宪书、８本汉字宪书、８本批红汉字宪书以及４本蒙古

字宪书。土尔扈特部郡王颁１２本蒙古字宪书，贝子沙拉扣肯处７本蒙古字宪书。

按照这一安排，钦天监每年要向乌里雅苏台以西直到吐鲁番和喀什噶尔地区的军

营驻扎大臣官员等，颁发总计５０本蒙古字宪书、５５本清字宪书、３８本汉字宪书、

６０本批红汉字宪书，共２０３本。②实际上，钦天监颁往西北各地的非汉字宪书数量

在１０００本左右。根据乾隆六十年六月理藩院柔远清吏司的咨文，钦天监每年颁发

给喀尔喀蒙古四爱曼 （即部落）宪书７８０余本，杜尔伯特１０２本，土尔扈特１８
本，乌梁海１４本，总计在９１４本以上，且这些宪书应都是蒙古字宪书，由钦天监

在京行文工部领取夹板、毡包等物后，用厚毡包裹坚本夹板并用粗壮麻绳封缚送

兵部清点，然后由兵部转发。③这虽然只涉及宪书数量，但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在蒙

疆的疆域所及。

对于分布在广袤中亚地域的蒙疆各部而言，钦天监推算的日出入和节气时刻的

实际参考价值十分有限，且从佛教的角度，蒙古更倾向于采用在清朝兴起以前就使

用的纪年方式。④然而，他们必须接受来自北京的时宪书以及其中的时刻列表，因为

重要的不是这些具体的技术参数，而是其背后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主权，所谓普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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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钦天监致军机处呈文，乾隆三十年十一月，编号０３－１８１－２１７３－５７，军机处录副。
兵部至军机处咨文，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编号０３－０１９１－３０３５－０４０，军机处录副。
理藩院柔远清吏司呈文，乾隆六十年六月十七日，编号０３－０１９５－３５０７－０２９，军机处满文
录副。
从佛教角度梳理蒙古进入清朝时间体系的研究，可参见Ｊｏｈａｎ　Ｅｌｖｅｒｓｋｏｇ，“Ｍｏｎｇｏｌ
Ｔｉｍｅ　Ｅｎｔｅｒｓ　ａ　Ｑ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ｉｎ　Ｌｙｎｎ　Ａ．Ｓｔｒｕｖｅ，ｅｄ．，Ｔｉｍ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ｆｒｏｍ　Ｍｉｎｇ　ｔｏ　Ｑｉｎｇ，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１４２－１７８．



下莫非王土。无论是吉林、湖北、广东，抑或尼布楚、喀尔喀、四子部落、科布多、

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还是党壩、小金川美诺，其地方的日出入昼夜和节
气时刻，均由北京推算与规范，正是大一统政治的表现。宪书内所载的朔望节日和
当朝诞辰忌辰等，也使全国上下在祭祀、庆祝等礼仪方面形成同步。例如，乾隆五
十年，定边左副将军 （乌里雅苏台将军）复兴请旨发给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时宪
书。①到了８０年后的同治三年，伊犁将军明绪咨呈军机处称：

窃查伊犁地处极边，为新疆总汇，凡有祭祀典礼，不容稍缺。现在军务殷
繁，选择行军日期甚关紧要。凡此二者，非有时宪书，不知朔望，无从遵循。

惟驿路梗阻，数月以来未接部文一纸，为此转烦贵处知照钦天监、礼部等衙门，

迅速将时宪书祭祀单呈送贵处，遇有廷寄之便，附入印封夹板，递至伊犁。事
关国家典礼，不胜冒渎。②

经驻藏大臣文硕奏请，北京自光绪十四年始，颁给驻藏大臣及所属文武各衙门清字
宪书５本、汉字宪书４５本及 《修造吉方立成》５０本。③ 光绪二十七年年底，兵部武
选司咨会军机处，已将钦天监转来的用毡包夹板封固的二十八年宪书，照例转发定
边左副将军、伊犁将军、分防塔尔巴哈台、乌里雅苏台、乌里洋海、土尔扈特郡王
贝子等。④这些例子均表明，朝廷与各省以及边疆各部之间，以时宪书为载体，从时
间角度维系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也就是维系着一种对清代中国的国家认同。⑤

到乾隆末期，清朝已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节气时间以及相关礼仪的划一，而这
种划一到１９世纪，随着中外交流的扩大，也扩及到海外华人群体。光绪十四年正月
二十四日，出使美国大臣、太仆寺卿张荫桓奏请自次年起让钦天监颁发６０本时宪
书，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寄到美国。张氏曰：

臣奉命出使美、日、秘三国，使领六署各岛华人垂三十万，每当冬腊之交，

望宪书如望岁，间由上海文报局寄送数本，不敷分派，且系坊肆通行之本。朝
鲜近设使馆于美，各日报颇述该使员夸大之词。臣权就沪局所寄光绪十四年时
宪书，将神诞不经各页剔去，用朱笔照会，给发该使员一本，俾知遵守，犹是
总理衙门电寄务存接待属国体制之意。敬维颁朔授时，圣朝盛典，臣奉使远历
三洲，近且羁縻藩属，与驻藏情事略同，拟自钦颁光绪十五年正朔为始，请旨
饬下钦天监颁给时宪书六十本，移送总理衙门，于封篆前寄美，并恳敕部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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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致军机处咨文，乾隆五十年六月，编号０３－０１９２－３１６３－０３３，军机处满文录副。
明绪致军机处咨文，同治三年十二月二日，编号０３－４６８１－０４３，军机处录副。
文硕奏折，光绪十三年八月初三日，编号０４－０１－１４－００８３－１２６，军机处录副。
兵部致军机处咨文，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编号１４７４１７，台北军机处档折件。
有关清代对类似共同记忆的建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纪功碑，可参见朱玉麒：《从告
于庙社到告成天下：清代西北边疆平定的礼仪重建》， 《高田时雄教授退休纪念东方学
研究论集 （中文分册）》，京都：临川书店，２０１４年，第３９７—４１１页。



开印信日期照例行文，一体遵奉。①

光绪皇帝批准了这一请求，因此从１８８９年开始，钦天监时宪书要通过中国外交渠道

邮寄到美国６０本，以充样本，由在美华人于当地印售。这不仅为这批人数达３０万

之众的欧美华人移民群体在节气时刻等方面同本土保持一致提供了官方依据和支持，

更对海外移民群体保持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也可看到，当时中
朝之间正因朝鲜派遣赴美使节朴定阳一事争执不下，张荫桓从中看到了时宪书与中

朝宗藩关系之间的联系，所以要将宪书作为一种保存属国体制和 “羁縻藩属”的工

具。就此而言，１９世纪后半期的历史表明，清朝的藩属国转变为近代主权国家的过

程，也正是这些国家从时间角度脱离接受清朝时宪书和北京规范的地方节气时刻的
过程。②

清代时宪书内各地时刻列表与皇权、主权和领土的合法性的关系，还可以在清

亡后两次帝制复辟中看到。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所发行的宪书，如 《中华民国三

年阴阳合历时宪书》，虽然基本格式和清代时宪书并无根本不同，但取消了各地日出
入昼夜和节气时刻列表。③１９１５年袁世凯决定复辟帝制，定次年为 “洪宪元年”。为

了给复辟做准备，袁氏旗下的教育部中央观象台特意制作了 《洪宪元年历书》一份

以及 《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历书》一份。④ 《洪宪元年历书》的凡例中有一条曰：“各

省如印简单之本，可于十二月历后检印本省节气太阳出入时分表及交食图表，余悉

从删，但十二月历眉端所注之节气，其日期须照本省节气表改定之。”可见是遵照前
清钦天监颁发各省加以翻印的传统。这本历书不同于民国历书的最大特点，恰在于

它所列的各地太阳出入时分和二十四节气时分表。这些地区包括北京和其余３０个省

级行政单元：京兆 （按北京城经纬度推算）、直隶省 （天津）、奉天省 （沈阳）、吉林

省 （吉林）、黑龙江省 （龙江）、江苏省 （江宁）、安徽省 （怀宁）、江西省 （南昌）、

浙江省 （杭县）、福建省 （闽侯）、湖北省 （武昌）、湖南省 （长沙）、山东省 （历

城）、河南省 （开封）、山西省 （阳曲）、陕西省 （长安）、甘肃省 （皋兰）、新疆省
（迪化）、四川省 （成都）、广东省 （番禹）、广西省 （桂林）、云南省 （昆明）、贵州

省 （贵阳）、内蒙古 （沙喇木伦）、外蒙古 （库伦）、前藏 （布达拉）、后藏 （扎什伦
布）、青海 （青海）、热河 （承德）、察哈尔 （张北）、绥远 （归绥）。这份宪书充分暴

露了袁氏试图上承前清历书传统，以寻求复辟帝制政治合法性的强烈政治目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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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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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桓奏折，编号０３－５７００－０４３，军机处录副。张所谓的 “美、日、秘三国”分别指美
国、日斯巴尼亚 （即西班牙）、秘鲁。
有关１９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统一的世界时间的接受，参见Ｖａｎｅｓｓａ　Ｏｇｌｅ，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１８７０－１９５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中华民国三年阴阳合历时宪书》，原书无编号，普大胶片。
《洪宪元年历书》、《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历书》，原书编号０６３８１、０６３８２，普大胶片。



其中规范的中国国土明确包括内外蒙古、西藏、新疆等在内，这在清灭亡后中国面
临深刻的边疆危机之时，就维系和推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则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后来成立的伪满洲国，从反面提供了另一例证。袁世凯复辟
帝制失败后，民国各种中央和省区的时宪书、各地的通书等纷纷涌现，其中并没有
具体列出各地日出入时刻和节气时刻。然而，溥仪在日本扶植之下于１９３４年３月１
日在长春 （当时改称 “新京”）称帝，成立傀儡政权 “满洲帝国”以后，其 “国务
院”也同步颁行了由旗下的 “中央观象台”编纂的第一份时宪书。这份阴阳合历的
《康德元年时宪书》的一大特点，就是遵循清代宪书传统增加了 “各地之日出入时刻
及方位表”，按照先后顺序列出其统治下的１１个地区：新京、奉天、吉林、哈尔滨、

齐齐哈尔、大连、承德、安东、满洲里、黑河、绥芬河。①１９３５年添入海拉尔和富
锦；②１９４１年添入白城子、佳木斯、东安和牡丹江。③这种恢复治下各地时刻表的做
法，正是这一傀儡政权试图从清朝传统中寻求皇权正统性、政治合法性的一个体现，

同时也是向不承认其地位的中华民国政府宣示其所管辖地区的政治性行为。二战结
束以后，这一傀儡政权所控制的地区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管辖的主权领土之内。

这个案例，从反面说明了清朝将治下各政治单元纳入时宪书这一举措具有宣示君权、

主权、领土与边疆等政治信息的强大作用和深远历史影响。

结　　语

有清一代，时宪书内新创之各直省、各蒙古和回部部落暨大小金川土司等地方
的日出入和节气时刻表，既是对明末钦天监和礼部相关传统的继承和演进，又是当
时明清鼎革与中西交通的产物。随着清朝的开疆拓土，这些时刻表丰富地展现出中
央行政权力的延伸和版图特别是边疆的变化，充当了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步
形成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文本里程表。时宪书使大一统的中国各地逐步完成了时间上
及相关礼仪上的整合与同步，更完成了直省以及新拓展的边疆地区对中央权力的拱
卫、认可和强化，也维系、增进了多民族群体对国家的共同记忆，同时在１９世纪后
期发挥了加强海外华人移民群体的中国文化认同的积极作用。就此而言，时宪书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理解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独特视角。

〔责任编辑：路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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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元年时宪书》，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第９—１１页。
《康德二年时宪书》，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第５—８页。
《康德八年时宪书》，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第７—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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